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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水文影响及其对流域水资源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采用水

文模型和多元回归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五河”径流的影响，并通过与灵敏度分析法对比来进一步

验证分析结果 􀆰 研究表明，１９７０ ２００９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径流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３％ 和 ２７％ 􀆰 气
候变化是饶河、信江和赣江径流增加的主导因素，而人类活动是修水径流增加的主要因素，是抚河径流减少的主要原因 􀆰
另外，不同季节影响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又有不同，人类活动为干季（１１月到次年 ２ 月）径流增加和湿季（４ ６ 月）径流

减小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分别为 ７８􀆰 ９％ 和 ８２􀆰 ７％ 􀆰 本研究可为鄱阳湖流域防洪抗旱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重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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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ｗｅ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Ｊｕ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７８􀆰 ９％ ａｎｄ ８２􀆰 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ｔｅｃ⁃
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ｎ⁃ｓｃａ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ｕｎｏｆ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ｓ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流域水文情势的主要因素［１］ 􀆰 气候变化导致降水时空变化［２］ ，进而影响径

流过程的时空变化，而湖泊围垦、森林破坏、引水灌溉等人类活动改变了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３］ 􀆰 随着水资

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及水旱灾害频发，在变化环境下探讨水循环要素的演变规律、定量分析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对流域水循环过程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影响的方法主要有

三种：回归分析［４⁃５］ 、灵敏度分析［６⁃７］ 、水文模型模拟［６，８］ 􀆰 其中灵敏度分析法使用最为广泛，然而 Ｗａｎｇ 等［９］

通过概述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水文影响的主要方法，指出灵敏度分析法无法消除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影

响，所量化的气候变化影响量包含有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影响量，从而使气候变化影响量存在较大偏差 􀆰 鉴

于此，本文采用回归分析与水文模型相结合的思路，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径流的影响，将
所求结果与灵敏度分析法下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量相比较，以实例进一步分析并验证 Ｗａｎｇ 等［９］的推

论 􀆰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水文响应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１０］ ，大部分研究［４⁃８］都以年尺度来评

估影响量，而对季节和月尺度上的研究较少 􀆰 年尺度影响量分析可以得到不同时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

水文效应，而季节和月尺度影响量分析对年内水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季节性干旱频发区域

的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方面 􀆰 因此，季节或月尺度下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鄱阳湖流域面积 １６􀆰 ２２×１０４ ｋｍ２，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我国十大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对维系

区域和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近年来湖区及流域内水旱灾害频繁，特别是 １９００ｓ和 ２０００ｓ􀆰 水旱灾害

频发使湖区生态环境及整个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得到更多关注 􀆰 气候变化对鄱阳流域径流变化影响显著，人
类活动主要通过改变下垫面状况间接导致径流发生变化［１１］ 􀆰 田鹏等［１２］采用 ＳＷＡＴ模型，探讨土地利用与气

候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 邓晓宇等［１３］采用 ＨＳＰＦ水文模型，量化气候变化和对信江流域径流变化影响．
Ｙｅ等［７］采用灵敏度分析法，区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赣江、信江、抚河径流的影响 􀆰 已有的研

究采用单一的量化方法探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径流过程的影响，没有对不同类型量化方法

的对比研究 􀆰 同时，已有的研究均以年或者年代为研究尺度，没有考虑季节和月尺度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对径流影响量的差别 􀆰 另外，过去的研究针对的是鄱阳湖流域部分河段或河流，尚未有对整个鄱阳湖流

域“五河”径流系统研究的相关成果 􀆰 因此，本文通过对比多元线性回归法、灵敏度分析法和水文模型 ３ 种

不同类型的量化方法，旨在探讨年、季节和月的不同时间尺度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五河”
径流变化的影响 􀆰 该研究有助于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径流量增加的具体影响，对区域水

资源合理配置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区域和数据

鄱阳湖流域气候类型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年内分配不均，流域内大部分地区 ４ ６月降水量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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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降水量的 ４５％ ～５０％ ，而 ７ ９月降水量小于蒸发量［１４］ 􀆰 鄱阳湖属季节性洪泛湖泊，水位变化非常明

显，水位年变幅在 ２􀆰 ２５～１２􀆰 １８ ｍ之间［１５］ ．
本文所用水文数据为万家埠、虎山、李家渡、梅港和外洲 ５ 个水文站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９ 年日流量资料，其中万

家埠水文站在修水的主要支流潦河之上，万家埠水文站之上没有大中型水库分布，因此结合其它站点可以

很好地研究大型水库对径流变化的影响 􀆰 水文数据来自江西省水文局 􀆰 气象数据为鄱阳湖流域及其周边

３１个气象站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９年逐日气象资料（图 １）􀆰 潜在蒸发量采用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１６］公式计算，考虑到流

域内气象站分布不均，全流域及各子流域面降水量和潜在蒸发量均采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

图 １ 鄱阳湖流域、主要水文站点、水库、灌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趋势检验方法

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趋势检验法（下文简称 Ｍ⁃Ｋ 检验）、Ｓｅｎ 坡度估计法［１７］和线性回归方法进行趋势分

析 􀆰 Ｍ⁃Ｋ检验方法介绍较多［６⁃８］ ，这里不再赘述 􀆰 确定了序列变化趋势后，采用 Ｓｅｎ 坡度估计法计算变化趋

势大小 􀆰 序列自相关性对趋势检验产生较大影响，Ｙｕｅ等［１８］对预白化方法［１９］进行改进，提出趋势自由预白

化方法（ＴＦＰＷ）􀆰 对于自相关系数达到 ０􀆰 ０５显著性水平的序列，采用自由预白化方法去除序列自相关．
２􀆰 ２ 定量区分方法

径流的变化总量为影响期与基准期径流量的差值，用公式表示为：
ΔＱｔｏｔ ＝ Ｑｏｂｓ２ － Ｑｏｂｓ１ （１）

式中， Ｑｏｂｓ２ 为影响期径流量， Ｑｏｂｓ１ 为基准期径流量， ΔＱｔｏｔ 为影响期相对基准期径流的变化量 􀆰 径流变化由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引起［９］ 􀆰 因此，径流变化量又可表示为：
ΔＱｔｏｔ ＝ ΔＱｃｌｉｍ ＋ ΔＱｈｕｍ （２）

式中， ΔＱｈｕｍ 和ΔＱｃｌｉｍ 分别为径流变化量中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量 􀆰 Ｑｏｂｓ１ 是基准期气候条件和人类活

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 通过基准期校准的模型得到影响期模拟径流 Ｑｓｉｍ ，主要受影响期气候变化影响，同时

还包含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影响 􀆰 而 Ｑｏｂｓ２ 是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和影响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三者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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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径流量 􀆰 因此， Ｑｓｉｍ 与 Ｑｏｂｓ１ 的差值即为气候变化影响量， Ｑｏｂｓ２ 与 Ｑｓｉｍ 之间的差值即为影响期新增

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量 􀆰 用公式表示即：
ΔＱｃｌｉｍ ＝Ｑｓｉｍ－Ｑｏｂｓ１ （３）
ΔＱｈｕｍ ＝Ｑｏｂｓ２－Ｑｓｉｍ （４）

２􀆰 ２􀆰 １ 线性回归模型　 Ｂｏｕｇｈｔｏｎ等［２０］研究指出，加入叶面积指数、森林覆盖率、植物持水能力等流域特征要

素对改善径流回归效果没有明显帮助 􀆰 因此，本文回归分析中不考虑上述流域特征因素，以基准期（１９５５
１９６９年）月平均降水和潜在蒸发及上月月平均降水和潜在蒸发不同解释变量进行组合（表 １），分别对该时

期径流进行回归．
Ｍｉａｏ等［５］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建立降水与径流、泥沙的线性关系，初步量化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对黄

河水沙演变贡献率 􀆰 Ｊｉａｎｇ等［４］则采用降水、潜在蒸发 ２ 个解释变量对径流进行回归，进而量化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影响量 􀆰 从月尺度来看，上月降水量、潜在蒸发量对当月产汇流可能存在较大影响，但以上研究均

未考虑这一因素，也未对降水、潜在蒸发及上月降水、潜在蒸发等不同解释变量选择，对径流回归效果影响

的对比研究 􀆰 因此，本文将分以下 ４种情况分别对径流回归效果进行研究探讨：（１）只考虑降水的一元线性

回归；（２）考虑降水和潜在蒸发的二元线性回归；（３）考虑降水、潜在蒸发以及上月降水的三元线性回归；
（４）考虑降水、潜在蒸发，以及上月降水、潜在蒸发的四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伴随解释变量的增加，判定系数往往增大［２１］ 􀆰 若采用传统方法对判定系数进行求算，则
对比研究没有任何意义 􀆰 因此，本文采用校正判定系数［２２］对不同数量解释变量下的回归模型进行比较，以
期优选出基准期的最佳回归函数 􀆰 校正的判定系数可通过公式（５）求得：

Ｒ２ａ ＝ １ － ＳＳＥ ／ （ｎ － ｋ － １）
ＳＳＴ ／ （ｎ － １）

（５）

图 ２ ＡＷＢＭ结构框图［２３］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式中，Ｒ２ａ为校正判定系数，ＳＳＥ 为残差平方和∑（Ｑｉ－Ｑ^ｉ） ２，ＳＳＴ

为总离差平方和∑（Ｑｉ－Ｑ） ２，ｎ－ｋ－１、ｎ－１分别为误差平方和、总

体平方和的自由度 􀆰 Ｑｉ、Ｑ^ｉ分别为 ｉ 月实测月径流量和月回归径

流量，Ｑ为多年平均月径流量．
２􀆰 ２􀆰 ２ ＡＷＢＭ模型　 ＡＷＢＭ 模型（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
ｅｌ） ［２３］是一个基于水量平衡原理的集总式降水径流模型 􀆰 模型

输入包括日降水量、日潜在蒸发量和日实测径流量 ３ 部分．
ＡＷＢＭ模型结构如图 ２所示 􀆰 该模型将流域分成 ３种不同的地

表水储蓄 Ａ１、Ａ２、Ａ３，其存储能力分别为 Ｃ１、Ｃ２ 和 Ｃ３􀆰 不同地

表水储蓄之间相互独立，但满足限制条件：Ａ１＋Ａ２＋Ａ３＝ １．
在模型计算过程中，若地表水储蓄为负值，则将该值以 ０代

替；若地表水储蓄量超过其容量，则超过部分将根据基流指数转

化为地表径流储蓄与补充基流储蓄 􀆰 转化过程如下式所示：
Ｅｘｃｅｓｓ（ｎ，ｍ） ＝ Ｓｔｏｒｅ（ｎ，ｍ） － Ｃ（ｍ） （６）

Ｓ（ｎ） ＝ Ｓ（ｎ － １） ＋∑
３

ｍ ＝ １
［（１ － ＢＦＩ）·Ｅｘｃｅｓｓ（ｎ，ｍ）］ （７）

ＢＳ（ｎ） ＝ ＢＳ（ｎ － １） ＋∑
３

ｍ ＝ １
［ＢＦＩ·Ｅｘｃｅｓｓ（ｎ，ｍ）］ （８）

式中，Ｓｔｏｒｅ（ｎ，ｍ）表示第 ｍ 个地表水储蓄在第 ｎ 个时段内的蓄水量，Ｃ（ｍ）为第 ｍ 个地表水储存容量 􀆰 Ｓ（ｎ）、
ＢＳ（ｎ）分别为时段 ｎ 内地表径流储蓄量、基流储蓄量；ＢＳ 为基流储蓄量，ＢＦＩ 为基流指数 􀆰 地表径流和基流演

进按照一元线性水库出流量理论进行计算，再线性叠加演进的地表径流和基流，得到时段内模拟径流量．
Ｑｓ（ｎ） ＝ （１ － ＫＳ）·Ｓ（ｎ） （９）
Ｑｂ（ｎ） ＝ （１ － Ｋ）·ＢＳ（ｎ） （１０）
ＱＣ（ｎ） ＝ Ｑｓ（ｎ） ＋ Ｑｂ（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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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 和 ＫＳ 分别为基流和地表径流衰退系数；Ｑｓ（ｎ）和 Ｑｂ（ｎ）分别为地表径流和基流；ＱＣ（ｎ）为时段内计

算径流量 􀆰 模型优化方法采用 Ｇｅｎｅｔｉｃ 算法进行参数率定及模型检验，目标函数采用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 标准

（ＮＡＳＨ）表示．

３ 结果

３􀆰 １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结果（表 １）表明，“五河”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但未达到 ９５％ 置信水平，趋势不显著 􀆰
“五河”流域年潜在蒸发量减少趋势显著 􀆰 修水、饶河、信江、赣江年径流量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分别以

２􀆰 ９２２、１􀆰 ９９２、２􀆰 ９２２和 ２􀆰 １４４ ｍｍ ／ ａ的趋势增加 􀆰 相反，抚河年径流量呈减小趋势，以－０􀆰 ７２３ ｍｍ ／ ａ 的趋势

减少 􀆰 就全流域而言，降水量以 １􀆰 １２ ｍｍ ／ ａ的趋势增加，蒸发量以－０􀆰 ６９ ｍｍ ／ ａ 的显著趋势减小，全流域年

径流深（“五河”年径流深加权）以 １􀆰 ９７４ ｍｍ ／ ａ的显著趋势增加 􀆰 修水、饶河、信江、赣江年径流深增加趋势

值均大于降水量增加值与潜在蒸发量减小值之和 􀆰 以修水流域为例，修水年降水量以 ０􀆰 ６４７ ｍｍ ／ ａ 的趋势

增加，年蒸发量以 ０􀆰 ７３１ ｍｍ ／ ａ的趋势减小，而径流深以 ２􀆰 ９２ ｍｍ ／ ａ 的趋势增加，远大于降水量增加值与潜

在蒸发量减小值之和 􀆰 因此，除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之外，人类活动总体增加了修水、饶河、信江和赣江流

域的年径流量 􀆰 抚河流域降水量增加最为明显，潜在蒸发量减少趋势也超过全流域平均水平，但该流域年

径流量变化趋势与其它“四河”相反，可见人类活动较大程度上减小了抚河年径流量．
上述分析表明，径流量的变化不仅仅由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变化所导致，同时还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并且人类活动的影响有可能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 另外，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各个子流域影响程度不

同，对径流量变化的影响方向也存在差异 􀆰

表 １ 鄱阳湖流域降水、潜在蒸发、径流序列 Ｍ⁃Ｋ检验及 Ｓｅｎ坡度估计统计

Ｔａｂ􀆰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Ｋ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ｓ ｓｌｏｐ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流域
Ｍ⁃Ｋ检验 Ｓｅｎ坡度估计

ｔａｕ ｐ 趋势 Ｑ ／ ｍｍ Ｑｌｏｗｅｒ ／ ｍｍ Ｑｕｐｐｅｒ ／ ｍｍ

修水 Ｐ ０􀆰 ０１１ ０􀆰 ６９２ ＋ ０􀆰 ６４７ －３􀆰 １３１ ４􀆰 ６４９
ＰＥ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１ － －０􀆰 ７３１ －１􀆰 ３３９ －０􀆰 １３５
Ｒ ０􀆰 １１８ ＜０􀆰 ００１ ＋ ２􀆰 ９２２ １􀆰 ２５６ ４􀆰 ８００

饶河 Ｐ ０􀆰 ０１４ ０􀆰 ６０５ ＋ ０􀆰 ７３０ －３􀆰 ４３８ ４􀆰 ８８４
ＰＥ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９０４ －１􀆰 ４９５ －０􀆰 ２９２
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０１ ＋ １􀆰 ９９２ ０􀆰 ４８９ ３􀆰 ６５３

抚河 Ｐ ０􀆰 ０３２ ０􀆰 ２３０ ＋ １􀆰 ８９４ －２􀆰 １９２ ５􀆰 ８９７
ＰＥ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０１ － －０􀆰 ８３０ －１􀆰 ４９１ －０􀆰 ２５１
Ｒ －０􀆰 ０３０ ０􀆰 ２６２ － －０􀆰 ７２３ －２􀆰 ４７８ ０􀆰 ９５６

信江 Ｐ ０􀆰 ０１０ ０􀆰 ６９８ ＋ ０􀆰 ７３１ －３􀆰 ９４３ ５􀆰 １８０
ＰＥＴ －０􀆰 １１５ ＜０􀆰 ００１ － －１􀆰 ０１７ －１􀆰 ６４４ －０􀆰 ３９７
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１ ＋ ２􀆰 ９２２ １􀆰 ０９６ ４􀆰 ８７０

赣江 Ｐ ０􀆰 ０２２ ０􀆰 ４１６ ＋ １􀆰 ０７８ －２􀆰 ４８９ ４􀆰 ６５５
ＰＥ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２ － －０􀆰 ５７８ －１􀆰 １７５ ０􀆰 ０１３
Ｒ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１ ＋ ２􀆰 １４４ ０􀆰 ６８５ ３􀆰 ６５３

全流域 Ｐ ０􀆰 ０２３ ０􀆰 ４０１ ＋ １􀆰 １１８ －２􀆰 ５８１ ４􀆰 ７６２
ＰＥ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６９０ －１􀆰 ３０２ －０􀆰 １１４
Ｒ ０􀆰 ０９０ ０􀆰 ００１ ＋ １􀆰 ９７４ ０􀆰 ４０６ ３􀆰 ６５２

∗Ｐ 表示月平均降雨量，ＰＥＴ 表示月平均潜在蒸发量，Ｒ 表示径流深； ｔａｕ 为 Ｋｅｎｄａｌｌ等级相关系数，ｐ 为显著性水平；＋为
增加趋势，－为减少趋势；Ｑ 和 Ｑｌｏｗｅｒ、Ｑｕｐｐｅｒ分别表示坡度变化值和坡度的 ９５％ 置信区间最低、最高值；字体加黑表示趋势
在 ９５％置信区间内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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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模型率定

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影响的相关研究［５⁃８］ ，大部分以径流序列变异点作为基准期和影响期

的分界点，并认为变异前径流序列为人类活动可以忽略不计的“天然期”􀆰 刘剑宇等［２４］研究表明鄱阳湖流域

修水、饶河、信江、赣江径流序列变异点均由气候变化所导致，抚河径流序列无明显变异点，故采用变异点为

基准期和实测期的分界点已无实际意义 􀆰 另外，本文以 Ｑｏｂｓ２与 Ｑｓｉｍ的差值为气候变化影响量，同时以 Ｑｓｉｍ与
Ｑｏｂｓ１的差值为人类活动影响量，这种方式能很好地消除或消减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影响 􀆰 因此，本文采用序列

前 １５年（１９５５ １９６９年）为基准期，而序列后 ４０年（１９７０ ２００９年）为影响期．
３􀆰 ２􀆰 １ 线性回归　 径流回归中不同的解释变量组合下，校正决定系数（Ｒ２ａ ）存在较大差异（表 ２） 􀆰 “五河”及
全流域单一的降水径流回归决定系数平均值为 ０􀆰 ７８６；加入潜在蒸发变量后，决定系数提高幅度不明显 􀆰 再
加入上月降水变量后，回归效果明显改善，校正的决定系数均在 ０􀆰 ８１０ 以上，其中信江的回归效果最好，达
到 ０􀆰 ９０５􀆰 又加入上月蒸发变量后，“五河”及全流域调整的决定系数几乎没有变化甚至略微减小，而除饶河

外，其它“四河”多元回归方程的上月潜在蒸发变量回归系数均为正，与蒸发作用减少径流的实际情况不符，
故多元回归中不能加入上月潜在蒸发这一解释变量 􀆰 因此，考虑降水、蒸发及上月降水量 ３个解释变量的三

元线性回归模式为最佳选择 􀆰

表 ２ 不同解释变量下月径流量回归方程校正决定系数∗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解释变量 修水 饶河 抚河 信江 赣江 全流域

Ｐ ０􀆰 ７５２ ０􀆰 ７７６ ０􀆰 ７８２ ０􀆰 ８７８ ０􀆰 ７３３ ０􀆰 ７９４
Ｐ＋ＰＥＴ ０􀆰 ７６５ ０􀆰 ７８３ ０􀆰 ７８２ ０􀆰 ８８２ ０􀆰 ７４３ ０􀆰 ８０１
Ｐ＋ＰＥＴ＋Ｐ′ ０􀆰 ８１０ ０􀆰 ８１９ ０􀆰 ８３３ ０􀆰 ９０５ ０􀆰 ８３１ ０􀆰 ８６５
Ｐ＋ ＰＥＴ＋Ｐ′＋ ＰＥＴ′ ０􀆰 ８１３ ０􀆰 ８１８ ０􀆰 ８３４ ０􀆰 ９０６ ０􀆰 ８３１ ０􀆰 ８６５

∗Ｐ′、ＰＥＴ′分别表示上个月月平均降雨量、潜在蒸发量．

以基准期“五河”及全流域月平均降雨量（Ｐ）、月平均蒸发量（Ｅ）及上月平均降雨量（Ｐ′）为解释变量，
分别对相应流域月平均流量（Ｑ）进行回归，回归方程见表 ３，各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Ｒ２均大于 ０􀆰 ８１０，Ｆ 统计值

在 ２４８以上，Ｆ 统计值对应的 Ｐ 值均小于 ０􀆰 ０１，回归效果显著，“五河”及全流域的多元回归模型均成立 􀆰

表 ３ 鄱阳湖流域基准期月径流序列最佳回归方程

Ｔａｂ􀆰 ３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流域 回归方程 Ｒ２ Ｆ 统计值 显著性水平

修水 Ｑ＝ ０􀆰 ７１５Ｐ＋０􀆰 １６８Ｐ′－０􀆰 ００９Ｅ－０􀆰 ９４９ ０􀆰 ８１０ ２４８ Ｐ＜０􀆰 ０００１
饶河 Ｑ＝ ０􀆰 ６９７Ｐ＋０􀆰 ２２１Ｐ′－０􀆰 １００Ｅ－１􀆰 １１４ ０􀆰 ８１９ ３１４ Ｐ＜０􀆰 ０００１
抚河 Ｑ＝ ０􀆰 ５６４Ｐ＋０􀆰 ２０９Ｐ′－０􀆰 ０５４Ｅ－０􀆰 ６１９ ０􀆰 ８３４ ３４０ Ｐ＜０􀆰 ０００１
信江 Ｑ＝ ０􀆰 ７１５Ｐ＋０􀆰 １６８Ｐ′－０􀆰 １００Ｅ－１􀆰 ０００ ０􀆰 ９０６ ４７３ Ｐ＜０􀆰 ０００１
赣江 Ｑ＝ ０􀆰 ４４５Ｐ＋０􀆰 ２７４Ｐ′－０􀆰 １６９Ｅ－０􀆰 ３４０ ０􀆰 ８３２ ２７９ Ｐ＜０􀆰 ０００１
全流域 Ｑ＝ ０􀆰 ５３３Ｐ＋０􀆰 ２０９Ｐ′－０􀆰 ２３５Ｅ－０􀆰 ５７０ ０􀆰 ８６６ ３６９ Ｐ＜０􀆰 ０００１

３􀆰 ２􀆰 ２ ＡＷＢＭ模型　 以基准期（１９５５ １９６９年）来校正模型，其中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４年为模型校准期，１９６５ １９６９
年为模型验证期 􀆰 从图 ３可以看出，“五河”及全流域模拟月平均径流深与实测月平均径流深拟合效果良好．

“五河”及全流域校准期与验证期的 ＮＡＳＨ 系数见表 ４􀆰 “五河”校准期模拟 ＮＡＳＨ 系数在 ０􀆰 ８４０ ～ ０􀆰 ９７７
之间，验证期 ＮＡＳＨ 系数 ０􀆰 ９２７～０􀆰 ９７７之间 􀆰 Ｍｏｒｉａｓｉ 等［２５］的研究表明，ＮＡＳＨ 系数大于 ０􀆰 ７５ 即表示模型模

拟效果良好，ＡＷＢＭ模型适用于鄱阳湖流域径流模拟，运用 ＡＷＢＭ 模型对影响期地表径流模拟的可信度

较高．



４３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２）

表 ４ ＡＷＢＭ模型校准期与验证期 ＮＡＳＨ 系数

Ｔａｂ􀆰 ４ ＮＡＳ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ＷＢ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时期 赣江 信江 饶河 修水 抚河 全流域

校准期 ０􀆰 ９３６ ０􀆰 ９４０ ０􀆰 ９７７ ０􀆰 ８４２ ０􀆰 ９６３ ０􀆰 ９５９
验证期 ０􀆰 ９７９ ０􀆰 ９３２ ０􀆰 ９７７ ０􀆰 ９２７ ０􀆰 ９６６ ０􀆰 ９７８

图 ３ 校准期、验证期模拟与实测月平均径流深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３􀆰 ３ 定量分析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

运用校正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 ＡＷＢＭ 模型，得到影响期（１９７０ ２００９ 年）的模拟径流，并采用公式

（３）、（４）分离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 􀆰 从气候变化影响量曲线图可以看出（图 ４），２ 种方法

下气候变化影响量差距较小，且不同方法下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方向一致 􀆰 ２ 种不同方法相互印证，增加

了量化气候变化对径流影响的可信度 􀆰 因此，采用 ２种方法下气候变化影响量（人类活动影响量）的均值作

为最终气候变化影响量（人类活动影响量）（图 ４、表 ５）．
３􀆰 ３􀆰 １ 年尺度下影响量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９ 年“五河”流域降水量均为增加趋势，潜在蒸发量减少趋势显著（表
１），使得气候变化对“五河”年径流量的影响均为增加作用（表 ５），修水、饶河、抚河、信江、赣江年径流深分

别增加 ６５、９４、１１２、９３和 ７０ ｍｍ􀆰 “五河”中气候变化对抚河径流影响最大，对修水径流影响最小，“五河”中
抚河流域降水增加趋势最为显著，修水增加趋势相对最不明显（表 １），抚河和修水蒸发量下降趋势在“五
河”中处于中间水平，说明径流对降水量变化更为灵敏，与 Ｊｉａｎｇ等［４］研究结果一致 􀆰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９０ｓ气候变化

影响量均为正，并在 １９９０ｓ达到最大（图 ４），影响量在 １４１􀆰 ７～３１６􀆰 ７ ｍｍ ／ ａ之间 􀆰 ２０００年之后，各流域气候变

化增加径流作用不明显甚至减少径流，气候变化影响量在－８８􀆰 ４～ ２６􀆰 ２ ｍｍ ／ ａ，其中抚河、赣江流域气候变化

增加少量径流，修水、饶河、信江流域气候变化较大幅度减少径流 􀆰 就全流域而言，２０００ｓ气候变化对径流变

化影响甚微，略微减小年径流深．
除修水外，气候变化对“五河”径流的影响均大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全流域径流增加的贡献

率为 ７３􀆰 ２％ 􀆰 除抚河外，人类活动对其它“四河”年径流深均有增加作用，增加 ３０􀆰 ３ ～ １３０􀆰 ９ ｍｍ ／ ａ􀆰 相反，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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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受赣抚平原灌区大量引水影响（引水量占抚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２９􀆰 ６％ ），人类活动大幅减少抚河年径流

深为－１０９􀆰 ２ ｍｍ ／ ａ，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综合影响之下，抚河年径流量变化甚微，从而导致贡献率比值较

大． 人类活动对全流域径流量具有增加作用，对全流域径流增加的贡献率为 ２６􀆰 ８％ 􀆰 １９９０ｓ 之前人类活动平

均增加年径流深 ３７􀆰 ７ ｍｍ ／ ａ，而 ２０００ｓ增加径流深为 ９􀆰 ６ ｍｍ ／ ａ，人类活动增加径流作用明显下降 􀆰 ２０００ｓ 饶
河、修水流域人类活动影响量从大幅增加径流转变为减少径流，人类活动对抚河径流的减少量进一步增大．

表 ５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年径流深影响

Ｔａｂ􀆰 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流域
ΔＱｔｏｔ ／
（ｍｍ ／ ａ）

ΔＱｃｌｉｍ ／
（ｍｍ ／ ａ）

气候变化贡献率 ／
％

ΔＱｈｕｍ ／
（ｍｍ ／ ａ）

人类活动贡献率 ／
％

修水 １９６ ６５ ３３ １３１ ６７
饶河 １５７ ９４ ６０ ６３ ４０
抚河 ２ １１２ ５０ －１１０ ５０
信江 １５１ ９３ ６１ ５８ ３９
赣江 １１５ ７０ ６１ ４５ ３９

全流域 １１０ ８０ ７３ ３０ ２７

图 ４ 气候变化对鄱阳湖流域径流深变化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Ｐｏｙａｎｇ Ｂａｓｉｎ

３􀆰 ３􀆰 ２ 季节尺度下影响量　 将鄱阳湖流域降水量最大的 ４ ６月定义为湿季，而降水量最小的 １１ 月 次年 １
月定义为干季，对比分析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干、湿径流变化的影响（表 ６） 􀆰 干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均增加径流量，两者对干季全流域径流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１􀆰 １％和 ７８􀆰 ９％ 􀆰 湿季，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总

体上减少全流域径流量，两者对全流域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１７􀆰 ３％ 和 ８２􀆰 ７％ 􀆰 人类活动对干季径流的

增加作用和对湿季径流量减小作用均占主导地位 􀆰
３􀆰 ３􀆰 ３ 月尺度下影响量　 不同月份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量存在较大差异（表 ７） 􀆰 ２ ４ 月份，“五河”年
径流深的变化总量为 １８􀆰 ３～５５􀆰 ６ ｍｍ，其中气候变化增加径流深 ４１􀆰 ８～７１􀆰 ０ ｍｍ，除修水外，人类活动对其它

“四河”（饶河、抚河、信江、赣江）径流量均为减少作用 􀆰 ５、６月份，“五河”径流深减小－３２􀆰 ２～ －７􀆰 ０ ｍ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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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减小径流深－５７􀆰 ２～ －２９􀆰 ０ ｍｍ，除抚河外，其它“四河”人类活动增加径流深 ２􀆰 １～２５􀆰 ０ ｍｍ􀆰 ７ ９月
份，“五河”径流深变化之和分别为 ２３􀆰 ６～１２９􀆰 ０ ｍｍ，其中气候变化增加径流深 ２４􀆰 ７～６８􀆰 １ ｍｍ，除抚河外，其
它“四河”人类活动增加径流深 ４􀆰 ５～６０􀆰 ９ ｍｍ􀆰 １０月至次年 １月，“五河”径流深变化总量为 ２５􀆰 １～５６􀆰 ５ ｍｍ，
其中气候变化增加径流深分别为 ９􀆰 ３～３０􀆰 １ ｍｍ，人类活动增加径流深 １５􀆰 ８～４３􀆰 ５ ｍｍ，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共同增加径流深，人类活动影响量大于气候变化影响量 􀆰

表 ６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干、湿季径流深变化的影响

Ｔａｂ􀆰 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ｄ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修水 饶河 抚河 信江 赣江 全流域

干季 ΔＱ ／ ｍｍ ４０􀆰 ３ ３９􀆰 １ ２１􀆰 ３ ４３􀆰 ９ ３１􀆰 ９ ３２􀆰 ７
ΔＱｃｌｉｍ ／ ｍｍ １０􀆰 ５ ２２􀆰 １ ７􀆰 １ ２９􀆰 １ ２􀆰 １ ６􀆰 ９
ΔＱｈｕｍ ／ ｍｍ ２９􀆰 ８ １７􀆰 １ １４􀆰 ２ １４􀆰 ８ ２９􀆰 ８ ２５􀆰 ９

湿季 ΔＱ ／ ｍｍ －２０􀆰 ９ －２１􀆰 ９ －５３􀆰 ６ ２３􀆰 ２ －０􀆰 ５ －５􀆰 ９
ΔＱｃｌｉｍ ／ ｍｍ －４３􀆰 ６ －４０􀆰 ９ ４􀆰 ５ －７􀆰 ４ １􀆰 ８ －１􀆰 ０
ΔＱｈｕｍ ／ ｍｍ ２２􀆰 ７ １９􀆰 ０ －５８􀆰 ０ ３０􀆰 ６ －２􀆰 ３ －４􀆰 ９

表 ７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各月径流深的影响

Ｔａｂ􀆰 ７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ｄｅｐｔｈ

时间
ΔＱｃｌｉｍ ／ ｍｍ ΔＱｈｕｍ ／ ｍｍ

修水 饶河 抚河 信江 赣江 全流域 修水 饶河 抚河 信江 赣江 全流域

１月 ４􀆰 ６ ９􀆰 １ ５􀆰 ０ １３􀆰 ２ ３􀆰 ８ ５􀆰 ３ ７􀆰 ５ ０􀆰 ５ －０􀆰 ２ ０􀆰 １ ６􀆰 ５ ４􀆰 ８
２月 ９􀆰 ９ １３􀆰 ８ ６􀆰 ５ ５􀆰 ８ １３􀆰 ５ １１􀆰 ３ １􀆰 ０ －９􀆰 ５ －９􀆰 ７ －６􀆰 ８ －４􀆰 ０ －５􀆰 ０
３月 １８􀆰 ４ ２９􀆰 ９ ２９􀆰 ３ ３０􀆰 ８ ２９􀆰 ４ ２９􀆰 ４ ２􀆰 ８ －５􀆰 １ －１８􀆰 ８ －８􀆰 ７ －９􀆰 ５ －１０􀆰 ２
４月 １３􀆰 ５ ３􀆰 ７ ３５􀆰 ２ ２９􀆰 ４ ３０􀆰 ８ ３０􀆰 １ －２􀆰 ３ －１􀆰 ０ －２４􀆰 ３ ０􀆰 ８ －４􀆰 ６ －７􀆰 ０
５月 －３８􀆰 ３ －７０􀆰 ９ －２２􀆰 ２ －５４􀆰 ８ －３􀆰 ８ －１６􀆰 ２ １０􀆰 ０ ２􀆰 ６ －１９􀆰 ２ ５􀆰 ５ －１􀆰 １ －３􀆰 ０
６月 －１８􀆰 ９ ２６􀆰 ２ －８􀆰 ５ １７􀆰 ９ －２５􀆰 ２ －１４􀆰 ９ １５􀆰 ０ １７􀆰 ５ －１４􀆰 ６ ２４􀆰 ３ ３􀆰 ３ ５􀆰 １
７月 ３８􀆰 ２ ２６􀆰 １ ２１􀆰 ５ １９􀆰 ４ １１􀆰 ７ １５􀆰 ３ １８􀆰 ４ １４􀆰 ８ －１７􀆰 ６ ３􀆰 ０ １􀆰 ４ ０􀆰 ５
８月 １６􀆰 ６ ２２􀆰 ８ ２７􀆰 ６ １８􀆰 ４ １３􀆰 ４ １６􀆰 ５ １９􀆰 ８ ２􀆰 ５ －１５􀆰 ６ －０􀆰 ６ ６􀆰 １ ２􀆰 ６
９月 １３􀆰 ３ １１􀆰 ７ １３􀆰 ２ ２􀆰 ３ －０􀆰 ５ ２􀆰 ７ ２２􀆰 ８ １５􀆰 １ －５􀆰 ５ １２􀆰 １ １１􀆰 ７ １０􀆰 ０
１０月 １􀆰 ８ ８􀆰 １ ２􀆰 ２ －５􀆰 ３ －１􀆰 ５ －０􀆰 ８ １３􀆰 ７ ９􀆰 ３ １􀆰 ５ １３􀆰 ８ １２􀆰 ２ １０􀆰 ９
１１月 ６􀆰 ９ １３􀆰 ０ ３􀆰 ３ １１􀆰 ４ －０􀆰 １ ２􀆰 ４ ９􀆰 ６ ５􀆰 ４ ５􀆰 ５ ５􀆰 ９ １１􀆰 ２ ９􀆰 ８
１２月 －１􀆰 １ －０􀆰 １ －１􀆰 ３ ４􀆰 ５ －１􀆰 ６ －０􀆰 ８ １２􀆰 ７ １１􀆰 １ ８􀆰 ９ ８􀆰 ９ １２􀆰 ０ １１􀆰 ３

４ 与灵敏度分析法对比

灵敏度分析法下气候变化影响量和本文 ２种方法所求气候变化影响量变化模式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

了本文所求结果的正确性（图 ４）􀆰 对比 ３种方法下气候变化影响曲线可以看出，灵敏度分析法下气候变化

影响曲线总体高于其它 ２种方法下气候变化影响曲线 􀆰 灵敏度方法下气候变化对“五河”径流变化的影响

量明显大于本文方法所求气候变化影响量（表 ８）􀆰
灵敏度分析法的降水、潜在蒸发灵敏度系数是基于基准期人类活动和气候条件所求得，通过灵敏度分

析法模拟的气候变化影响量实际上是影响期气候条件相对于基准期气候条件和人类活所产生的径流变化，
即气候变化影响量中包含有基准期人类活动的影响［９］ 􀆰 因此，若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增加径流，则所求得气候

变化影响量偏大；若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减小径流，则所求得的气候变化影响量偏小 􀆰 而长江中下游地区人

类活动对年径流的影响以增加径流为主［２６］ ，因此灵敏度分析法所求得的气候变化影响量较实际偏大．Ｙｅ
等［７］以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年为基准期，采用灵敏度分析法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赣江、信江、抚
河“三河”径流影响，“三河”气候变化影响量均大于本文模型所求气候变化影响量，主要由上述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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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本文灵敏度分析法所求结果存在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受不同基准期地下水储存量存在差异的影响 􀆰 因
此，本文认为灵敏度分析法并不适合在基准期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流域上运用．

表 ８ 灵敏度分析法下气候变化影响量与本文方法所求气候变化影响量的比较（ｍｍ）
Ｔａｂ􀆰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法 修水 饶河 抚河 信江 赣江 全流域

水文模型 ７５ ９９ １１８ ９５ ７０ ８４
回归分析 ５５ ８８ １０６ ９１ ７０ ７７

灵敏度分析 ７７ １０４ １３１ １００ ９１ ９８

５ 讨论

本文利用 ＡＷＢＭ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以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９ 年为基准期，模拟影响期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９ 年径

流 Ｑｓｉｍ 􀆰 Ｑｓｉｍ是在影响期气候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模拟校正，并在影响期气候（降水和潜在蒸发）变
化条件下所得到的径流，故以 Ｑｓｉｍ减去 Ｑｏｂｓ１所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量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基准期的人类活动

影响，所得气候变化影响量较灵敏度分析法的结果更加合理、精确 􀆰 同理，影响期实测径流 Ｑｏｂｓ２是基准期和

影响期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以 Ｑｏｂｓ２减去模拟径流 Ｑｓｉｍ得到的 ΔＱｈｕｍ为影响期新

增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量．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０ 年降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长江以南地区冬季与春季降雨呈增加趋势［２６］ ，且全年降水也呈

现增加趋势，特别是 １９９０ｓ增加趋势最为显著［２７］ 􀆰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２年鄱阳湖潜在蒸发减少趋势显著，这主要由流

域内太阳净辐射和风速的下降导致［２８］ 􀆰 鄱阳湖流域 １９６１ ２０００ 年降雨量呈增加趋势，同时期流域内蒸发

量呈减少趋势［２９］ ，因此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９０ｓ气候变化增加径流量，并且在 １９９０ｓ增加最为明显 􀆰 我国降水量变化

受东亚季风季节性变化影响显著，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２０００ｓ夏季降水减少趋势显著［３０］ ，使该时期年降水

量减少，气候变化影响量明显下降，总体上减少全流域径流量 􀆰 Ｚｈａｎｇ 等［３１］通过对比不同时期水汽通量变

化，认为冬季水汽从自太平洋及南海北上增加导致鄱阳湖流域冬季降水量增加，与本文气候变化增加干季

径流量基本一致 􀆰 研究指出，夏季水汽向北输送能力减弱，水汽输送量减少，使长江流域水汽含量下降，水
汽上升运动减弱，导致长江流域夏季降水量显著减少［３２］ ，从而使气候变化减少湿季径流量 􀆰 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影响越来越突出 􀆰 人类活动可通过河湖围垦、森林改造、建筑用

地和引水工程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河川径流［３３］ 􀆰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面积由 １９５０ｓ初的 １７１９８ ｋｍ２减
少到现在的不足 ６６００ ｋｍ２，湖泊总面积减少 ６１􀆰 ６％ ［３４］ 􀆰 近 ３０ 年，鄱阳湖流域大于 １􀆰 ０ ｋｍ２以上的湖泊共消

失 １０个，其中因围垦而消失的湖泊有 ８个［３５］ 􀆰 由于耕地和林地大量扩张，盲目围垦侵占了流域内河流、湖
泊大量水域面积，导致流域内水域面积大幅下降，流域实际蒸发量减小，从而增强人类活动对河流年径流量

的增加作用 􀆰 在经历 １９９８年特大洪水之后，鄱阳湖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退田还湖、疏浚河湖等工程，流域内

水域面积逐渐增加 􀆰 据统计，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水域面积增长 ８􀆰 ０％ ［３６］ 􀆰 水域面积增加使得流域实际蒸发量增

大，一定程度上减小河流年径流量 􀆰 森林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以及增加枯水流量等功能［２４］ 􀆰 鄱阳湖流

域森林覆盖率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４０􀆰 ４％下降到 １９８０ｓ初的 ３１􀆰 ５％ ，该时期森林覆盖率下降导致鄱阳湖流域生态环

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径流量增多［３７］ 􀆰 １９８０ｓ、１９９０ｓ 森林覆盖率虽增加迅速，但以新增人工林和中幼林为

主，森林结构性矛盾严重削弱了森林生态功能 􀆰 进入 ２１ 世纪，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６０􀆰 １％ ，原有中幼林已成

林，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减径流的作用．
１９９０ｓ以前，森林破坏、水域面积减少及建筑用地的增加，使流域蒸发量减小、降水下渗增加，人类活动

增加流域径流量 􀆰 ２０００年之后，森林植被得以恢复，水域面积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小河川径流；同时，该时期

江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域内建筑用地迅速增加［３８］ ，降水下渗及蒸发减少，径流增加，在这些因素的综

合作用下，该时期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甚微 􀆰 引水灌溉减小河川径流，这种影响在抚河最为明显，江西省

灌溉面积最大的赣抚平原灌渠平均每年向抚河引水 ３７􀆰 ６×１０８ ｍ３，占抚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２９􀆰 ６％ 􀆰 大规模

引水使年径流大幅减小，直接导致抚河流域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模式与其它“四河”流域不同 􀆰 引水灌溉



４４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２）

对其它”四河”径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雨季到来前的 ２ ５月 􀆰 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径流变化影响复杂，
不同类型人类活动相互叠加或相互削弱，径流量在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产生变化 􀆰 本文分析各种

人类活动分别对鄱阳湖流域径流的影响，但并未尝试分离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具体影响量．

６ 结论

以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９年为基准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 ＡＷＢＭ模型，定量分析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鄱

阳湖流域径流的影响 􀆰 趋势分析表明，“五河”流域年降水量均呈增加趋势，年蒸发量下降趋势显著，除抚河

外其它“四河”年径流量均呈显著增加趋势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变量选择上，通过对比不同解释变量下

校正决定系数，得出加入蒸发及上月降水量两个解释变量的三元降水径流回归模型回归效果最佳 􀆰 ＡＷＢＭ
模型模拟结果的 ＮＡＳＨ 系数均在 ０􀆰 ８４２以上，较多元线性回归模拟效果更佳 􀆰 鉴于 ２ 种方法下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影响量变化模式非常相似，可以认为 ２ 种方法均适合定量区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

响，采用 ２种方法的平均值相对单一方法所求结果更为可靠 􀆰 与常用的灵敏度分析方法对比，其结果与本文

所求气候变化影响量变化模式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求结果的可靠性 􀆰 但灵敏度方法无法排除基

准期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在基准期的人类活动增加径流的情况下，所求气候变化影响量偏大．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总体上增加鄱阳湖流域径流量，两者对全流域径流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３％ 和

２７％ 􀆰 气候变化对“五河”径流量均有增加作用，人类活动增加除抚河以外的其它“四河”径流量，抚河径流

量受大量引水灌溉影响，年径流量呈减少趋势 􀆰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影响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存

在较大差异 􀆰 年尺度上，１９７０ｓ １９９０ｓ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均较大幅度增加径流量 􀆰 ２０００ｓ气候变化一定程

度上减少全流域年径流量，该时期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增加量影响也相对较小 􀆰 季节尺度上，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对流域内干季径流量均有增加作用，而对湿季全流域径流量有减少作用 􀆰 人类活动影响量在干、湿
季均占主导地位，对干季径流量增加和湿季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７８􀆰 ９％ 、８２􀆰 ７％ 􀆰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对各月径流量的影响差别较大，气候变化是 ５ ６月份径流减小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减小雨季到来前的

２ ５月径流量 􀆰 以不同时间尺度定量区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流域径流变化的影响，可为区域水

旱灾害治理和水资源规划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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